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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内容提要铱 本文基于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结合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在对美国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来资本有机构成进行测度与解释的同时, 也对人工智能时代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趋势进行了预

测和分析。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一种技术—经济范式所对应的有机构成变动, 与关键生产要素的劳

动生产率提升速度及相应的价值变动, 以及该技术—经济范式下主导性的企业形态紧密相关。 具体

而言, 在一种新技术—经济范式的早期阶段, 因单位关键生产要素价值量较高, 且新技术—经济范

式尚未扩散, 资本有机构成会呈现较高水平; 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扩散, 单位关键生产要素的价

值量下降, 并引发相关部门之间的自增强循环效应, 导致有机构成提高速度趋缓。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来美国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 人工智能时代

有机构成的变化也会受此机制的影响。 智能芯片等关键投入产品价值的变动, 以及智能化生产所导

致的资本周转速度和预付不变资本的变化, 都将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产生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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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可节约和替代人类体力乃至脑力劳动的技术革命,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广泛的

关注。 人工智能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冲击、 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影响尤其受到重视。 经济学家分别

从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和鲍莫尔效应等不同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 例如, 阿西莫格鲁就

认为, “一个强大的力量正在平衡自动化的影响: 创造劳动具有比较优势的新任务, 这促进了对劳

动力的补偿效应。 这些任务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并倾向于提高劳动力份额冶淤。 而诺德豪斯则指

出, 人工智能对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不会构成实质性的危险, 其原因在于人工智能时代, 鲍莫尔成

本病仍将持续发挥作用, 只要信息产品和非信息产品之间不能完全替代, 就会有新的部门以更强的

能力吸收劳动力于。
人工智能对就业和劳动、 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质上只是一种技术构成变动及其相应的价值构成

变动现象, 其关键变化在于活劳动及其所对应的劳动资料的总量与结构的变化。 而资本有机构成理

论对分析人工智能现象有着突出的适用性, 不仅因为, 资本有机构成定义本身就是 “以生产资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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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要素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划分为基础冶淤, 其目的就在于直接针对活劳动, 而且也因为, 资本有

机构成理论并不是一个针对单一行业、 部门的局部性分析理论, 而是一种适用于系统性变动的整体

思考, 尤其适合于对一种新的通用技术的系统更迭进行分析。 本文拟以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为基础,
结合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在测度和解释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有机构成变动的同时, 也对

人工智能这一新技术—经济范式下资本技术构成、 价值构成与有机构成的变动趋势进行尝试性判断。

一、 价值构成与技术构成的背离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一种必然趋势, 而这不仅会相对排斥就业人口,
也会进一步影响利润率和资本积累, 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埋下伏笔。 但这一关键理论却引发了后

来研究者的不同解读。 哈维就写道: “就资本的技术构成、 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的关系而言, 马克

思的思想中有大量的混乱。冶于 即使就有机构成的表述而言, 马克思也存在着不同的表达, “马克思

在其他时候似乎指的是不变资本和总资本之比, 也即是 C 颐 (C+V)冶盂。 就其所强调的活劳动这一

因素而言, 我们也有理由将其表达为 C 颐 (V+S) 或者其他的形式, 例如, 以置盐、 赖特为代表的

一批经济学家, 就用物化的劳动 (C) 与活劳动 (可变资本 v 与剩余价值 S 之和) 之比, 即 C 颐 (V
+S) 表示资本有机构成。 除了表述上的不一致之外, 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 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并

不是必然保持变动的一致性, 在一定的情形下, 两者会存在背离。 但有机构成如果要获得一种比值

上的表达, 它又只能依赖于价值构成这一形式。 当有机构成必须满足马克思所说的由资本技术构成

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这一特定含义时, 价值构成却可以在技术构成不发生变

动时也表现出向上或向下的变动, 只要 C 和 V 的价值本身发生变动; 而即使技术构成发生变动, 价

值构成也可以维持不变, 只要 C 和 V 的价值变动的比例正好抵消了技术构成的变动。
对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的这种背离, 马克思也有过多处表述: “如果把资本的有机构成和由资

本有机构成的差别产生的资本之间的差别假定为既定的, 那么尽管技术构成保持不变, 不变资本和

可变资本之间的价值比例也能发生变动。 这里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不变资本的价值发生变动、 可

变资本的价值发生变动、 二者按相同的或不同的比例同时变动。冶榆 对这种背离的性质, 马克思则认

为, 如果没有技术构成变动而导致价值构成变动, 也就是说变化本身不能表现生产资本内部构成的

变化, 而只是生产要素本身的价值变动, 这种变化就只是 “形式上的冶。 马克思多次提到这种情形

的发生: “如果可变资本价值的变动与有机构成无关, 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发生, 仅仅因为不是

这个生产领域生产的、 而是作为商品从外部进入该领域的生活资料在价格上下降或提高了冶虞。 “不
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本身, 可以由非常不同的原因产生。 例如, 它可以仅仅是形式上

的, ———当一个生产领域加工的原料比另一个生产领域加工的原料贵的时候, 就是这样, ———或者,
它可以由不同的劳动生产率产生, 等等。冶愚 而就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背离的程度, 马克思

则认为, 资本价值构成必然随着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而提高, 但只是以较小的程度随之提高。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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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 或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 只是近似地表示出资本的物质组成部

分构成上的变化……原因很简单: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不仅劳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量增大了,
而且生产资料的价值比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地减小了。冶淤

高峰教授指出, 马克思这一论断赖以建立的基础, 是生产资料价值量的下降抵消不了生产资料

使用价值量的增长, 或者说, “不变资本的量的增长比它的价值的减少快冶于。
资本价值构成与资本技术构成不同步的根源, 一方面在于价值构成的变动存在着独立于技术构

成变动的影响因素, 例如, 作为某一部门的不变资本 C, 供求关系、 生产这一特定 C 的劳动生产率

的变动及其对应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化, 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某一部门 C 本身的价值构成,
哈维将其归结为 “一些 ‘偶然的、 巧合的爷 力量……包括气候的 ‘意外爷、 对贸易的干扰、 战争、
为了寻求更 ‘有生产力的爷 资源而对地球表面进行的系统性勘测等等冶盂。 而 V 的变动, 不仅受到

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影响, 还会受到历史和道德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 也

是更为根本的是, 技术构成要表达的是人—物关系, 即活劳动所对应的生产资料的物质意义上的数

量的比率, 而价值构成要表达的则是人—人关系, 也即是劳动力价值与其对应推动的生产资料的价

值的比率。 前者本质上不可能化约为一个比值, 而只能通过单位商品生产所需要的时间或单位时间

内生产的商品数量表达; 而后者无论是内涵和外延上, 都有可能且有必要化约为一个比值。 在人—
物关系上表现出的技术构成的提高, 意味着单位活劳动所能推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增加, 这

种人—物关系一旦要获得数值上的表达, 就不可避免地转换为人—人关系。
既然价值构成与技术构成之间存在着如此明显而普遍的背离可能性, 马克思为什么又要提出既

由技术构成决定又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价值构成这一 “特殊性的价值构成冶 即有机构成呢? 按照哈

维的解读, 马克思在有机构成理论的表达上之所以显得比较晦涩, 根本原因在于: 马克思试图强调,
技术构成变动取决于单个资本家的意志, 但有机构成变动却不以单个资本家意志为转移。 “个人所

做的看似合理的个别选择会威胁到资本积累的基础, 从而威胁到资本家阶级的存活本身。冶榆 哈维的

解读的确符合马克思的矛盾分析方法, 尤其局部和全局的矛盾冲突。 但本文认为, 马克思之所以提

出有机构成这一特殊的价值构成, 更深层次的原因, 还在于通过 “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

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冶 体现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从而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直接建立

有效的连接。 而这也就必然隐含了另一重含义, 即: 只有在技术构成发生变动的前提下, 价值构成

的变化才是稳定和不可逆的, 这才能构成 “有机冶 的价值构成, 才能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前提

下真正表现生产资本内部构成的 “有机冶 变化, 这也是马克思区分出 “形式上的差别冶 的原因。 不

难理解, 排除掉 “偶然的、 巧合的力量冶 的影响, 一个企业、 一个行业、 一个产业部门的无技术构

成变化的价值构成变化, 与之相关的必然是其他部门的技术构成变化及其所对应产品价值的变化。
从这一意义上说, 马克思考察整个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长期变化时, 资本有机构成变动与相对独立

的资本价值构成变动之间不再作区分是合理的。 因为 “如果越出一个或几个生产部门的界限而从整

个社会来考察问题……撇开自然力的影响不说, 一切资本物质要素的单纯的价值变动, 都可归结为

资本有机构成的实际变动冶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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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资本有机构成的系统性变动及其影响因素

因此, 一个企业的价值构成可以因为其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价值的变动而发生变动, 但其技术构

成并没有发生变动, 即: 单位活劳动所能推动的物质资料的量, 也即是哈维的所谓 “物质生产率冶
并不发生变化。 但是, 这种马克思所称的 “形式上的变化冶 却一定意味着另一个部门的技术构成的

变动, 否则, 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价值变动就不可能。 而一个产业的价值构成的变动, 则更需要

相关部门的技术变动, 全社会价值构成的变动则必然意味着技术构成的变动。 易言之, 随着分析对

象从一个企业扩展到一个行业、 一个产业内乃至全社会, 价值构成的变动和有机构成的变动的吻合

程度也随之提高。 这种价值构成和有机构成在局部和全局的变动不一致性, 既说明社会生产是一个

紧密相联系的系统过程, 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私人生产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 正如哈维所指

出的那样, 在考察价值构成变迁的来源时, “我们必须考察多种相互作用和乘数效应, 它们会把一

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它为另一个部门生产的投入品的价值联系起来。 这些相互作用虽然起源于工

作过程内部, 却不受个别资本家控制。 换句话说, 一种生产过程内部的资本价值构成十分关键地取

决于为这种生产过程生产投入品的企业家所采用的技术的状况冶淤。
对于有机构成变迁过程中这种系统性原因及其作用机制, 马克思有过多处论述。 哈维认为, 马

克思虽然提到了技术创新的乘数效应, 但却基本忽略了这些效应可能会给投入品价值比例造成的影

响, 只是在涉及可变资本时才偶有提及于。 这一评论显然有失偏颇。 而且事实上, 哈维在批评马克

思基本忽略技术乘数效应可能会给投入品价值比例造成的影响时, 也自相矛盾地强调, “ 《资本论》
第 2 卷所建立的框架还从另一个方面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手段, 可以用来分析调节资本价值构成的力

量……假如必需品的生产部门的技术变革具有更高的速度, 总的资本价值构成就倾向于增加, 因为

用于可变资本的支出得到了相对的节省。 反过来, 假如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这

种提高就会成为一根将总的资本价值构成压低的杠杆冶盂。
马克思当然认识到了生产部门间的相互依赖性和技术的传递性。 哈维自己也曾援引过马克思的如

下论述: “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 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 这首先涉及因社会分工而

孤立起来的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 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

业部门。冶榆 而在讨论生产资料量的增加和价值的变动时, 马克思则更明确地表达了不同部门技术改进

局限性的差异。 高峰在讨论马克思的这一传递性思想时, 也是围绕着马克思的相关提问: 假如一个部

门的生产率提高十倍, 因而原料的耗费量随之增长十倍, 那么为什么原料生产部门的生产率不可以同

样提高十倍, 从而使价值比例在这里保持不变呢? 按照马克思的解释, 同比例变动之所以不可能, 是

因为: “一部分原料, 如毛、 丝、 皮革, 是通过动物性有机过程生产出来的, 而棉、 麻之类是通过植物

性有机过程生产出来的; 资本主义生产至今不能, 并且永远不能像掌握纯机械方法或无机化学过程那

样来掌握这些过程……原料、 辅助材料等的降价, 使资本的这个部分的价值增长变慢, 但没有使增长

停止。冶虞 虽然高峰认为, 随着时代发展和技术进步, 马克思的这种原材料部门受自然约束的观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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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美页 大卫·哈维: 《资本的限度》, 张寅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年, 第 224 页。
也美页 大卫·哈维, 《资本的限度》, 张寅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年, 第 224 页。
也美页 大卫·哈维, 《资本的限度》, 张寅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年, 第 230 页。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第 440-441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6 卷 (芋),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年, 第 402-406 页。



有所发展淤, 但这并不能否定马克思的阐述中包含了如下观点: 第一, 一种生产资料的单位价值降低的

程度受限于生产这一生产资料的部门的技术状况; 第二, 单位生产资料的价值降低在部门之间表现出

一种系统传递性; 第三, 这种系统传递最终要受到能源和材料的技术边界和存量约束。
事实上, 马克思的上述表述与新熊彼特学派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技术—

经济范式理论中, 系统性的技术变迁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一个渐进过程。 按照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一种新的通用技术的兴起可以分为导入期和拓展期。 在导入期, 由于生产关键生产要素于的动力部

门、 支柱部门和引致部门的正反馈循环还没有形成, 新兴部门并未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 只有当生

产关键生产要素的动力部门取得突破性进展时, 支柱部门和引致部门才会得以爆发性增长, 从而进

入拓展期。 当所有传统部门和新兴部门都共享一种技术惯例和通用模式时, 就意味着技术经济范式

的彻底切换。 在历次技术浪潮中, 不同的关键生产要素 (铁和煤, 钢、 石油、 天然气和合成材料,
芯片和存储器) 的廉价化 (也即生产关键投入的动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 是引发各技术

系统自增强效应的 “引爆点冶, 分别引发了煤、 铁、 蒸汽机的机械力革命, 钢、 铁路、 内燃机、 石

油和汽车之间的能源和交通革命, 以及以计算机、 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
在技术—经济范式的发展过程中, 资本技术构成变化和价值构成变化存在着复杂的演化轨迹。 一

种新的通用技术兴起之初, 正是传统部门的拓展期末期和新兴部门的导入期初期的叠加时期。 对于处

于导入期的新兴部门而言, 其价值构成会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因为关键生产要素尚未得到充分发展,
新兴部门的设备和原材料价格会停留在很高的水平; 与此同时, 对处于拓展期末期的传统部门而言,
由于技术潜力已将穷尽, 往往处于生产过剩和设备利用率下降的阶段, 这必然提高传统部门的资本有

机构成。 这两种效应的叠加, 意味着社会总有机构成都会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而随着新兴部门关键

生产要素的突破性进展, 动力部门、 支柱部门与引致部门之间进入互为市场的自增强时期, 新兴部门

就会呈现出马克思所说的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不仅劳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量增大了, 而且生

产资料的价值比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地减小了冶盂 的状态, 这一系统性的变化进而逐步扩散到对传统部门

的改造、 升级和替换中。 这一时期, 生产资料价值 C 的变化, 就取决于生产资料量的增长速度和其本

身价值因劳动生产率进步而产生的价值下降的速度之间的 “角力冶。 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 就必然受到

生产不变资本部门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反制力量影响。 新兴部门内部的协同效应,
受新技术—经济范式扩散影响的传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 将使总有机构成水平的提升速

度趋缓甚至下降。 这也意味着, 在一个完整的技术—经济范式发展过程中, 资本价值构成应当呈现出

两头 (导入期初期和拓展期末期) 提升较快, 中间阶段提升趋缓的走势。
按照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一种新的通用技术的产生, 也往往会对企业的组织形式、 管理模式

和生产方式产生全面的影响。 而按照哈维的理解, 企业形态的变化 (垂直整合或专业化) 以及可变

资本与不变资本在公司内部的相对周转时间, 将对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产生一种综合性影响。 在垂直

整合中, 预付资本较小, 但如果将垂直整合的环节分拆为两个以及更多的生产部门, 那么每一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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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曼和佩雷斯认为, “关键生产要素冶 是技术—经济范式中的 “一个特定投人或一组投入冶, 它可能表现为某种重要的资

源或工业制成品, 它决定着技术经济范式的特征并成为划分不同类型的技术经济范式的依据。 “关键生产要素冶 需满足三个条件:
(1) 使生产成本具有明显下降的能力, (2) 在很长时期内有无限供应能力, (3) 广泛被应用和易于扩散的能力。 详见: 也美页 弗里

曼、 佩雷斯: 《结构调整危机: 经济周期与投资行为》, 也意页 G. 多西等主编 《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 钟学义、 沈利生、 陈平等

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第 58-74 页。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第 719 页。



续的生产部门都要付出更多的预付资本淤。 而预付不变资本以及预付可变资本的相对周转速度, 对

于生产中使用的资本的价值构成会有直接影响, 而这是与垂直整合的程度相独立的。 “在适当的情

况下, 如果说使用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相对周转时间增加了, 就有可能抵消并盖过由于垂直整

合的增进而出现的价值构成的下降。冶于 易言之, 垂直整合会降低资本有机构成, 分包和多元化所带

来的周转速度的提高可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 两者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企业形态和企业间分工关系的

变化上, 垂直整合会让资本家获得规模收益的好处, 但会延长资本的周转时间, 分工会让资本家获

得专业化的好处, 可以节约单个资本家的资本周转时间, 但会让整个资本家集体付出更多的预付资

本, 从而抵消掉节约资本周转时间带来的好处, 同时也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 显然, 无论是垂直一

体化还是专业化, 价值构成的变动都同时受预付资本总量以及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相对周转时间

两者的综合影响。 在预付可变资本和其周转时间不变的情形下, 预付不变资本和其流转速度的乘积

共同决定价值构成的变动。 如果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相对周转速度保持稳定, 那么资本有机构成

的变动就取决于预付不变资本和预付可变资本的相对变动。

三、 美国资本有机构成的历史变动及其解释

如前所述, 就全社会范围看, 价值构成的变动必然反映出技术构成的变动同时也受到技术构成

变动的影响, 因此, 在计算全社会的有机构成时, 就可以将价值构成等同于有机构成。 那么, 以美

国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至今所经历的若干次技术浪潮, 以及企业形态从钱德勒时代向后钱德

勒时代的发展, 美国的资本有机构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这种变化是否符合技术—经济范式的变

化特征? 是否符合哈维关于有机构成的假说呢?
因为对有机构成的理解差异, 就有机构成的计算, 国内外学者也先后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法。

按照高峰的总结, 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 (1) 预付不变资本与雇佣人数的比值, (2) 预付不变资本

与预付可变资本的比值, (3) 预付不变资本与年工资总额的比值盂。 而高峰则主张用固定资本预付

与不变流动资本年周转额之和与可变资本年周转额的比值进行测算榆, 在这种计算方法中, 一方面

分子包含了企业实际拥有的劳动资料和一年中实际消耗掉的原材料, 另一方面分母指代企业实际所

支付的工资和薪金总额。 也考虑到了 “在非生产性经济部门或经济领域中, 也有一个体现在劳动资

料上的资本价值与体现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的比率问题冶虞。 除此之外, 还有吉尔曼用不变资本的

流量和可变资本的流量进行对比, 韦斯科普夫试图用剩余价值率进行替代等不同的方法愚。
相比之下, 高峰的固定资本预付与不变流动资本年周转额之和与可变资本年周转额的比值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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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哈维的这种分析剔除了不同环节对不同机器设备的要求以及厂房等固定资本, 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分包生产在原

材料上预付的增加。
也美页 大卫·哈维: 《资本的限度》, 张寅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年, 第 229 页。
高峰: 《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 理论的和实证的分析》,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 第 80、 84、 84 页。
高峰: 《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与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 1983 年第 2 期。
高峰: 《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 理论的和实证的分析》,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 第 86 页。
转引自 Peter Jones, “Turnover Time and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冶,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41, No. 1,

2017。 在该文中同时用不变资本的当年存量和可变资本的流量对美国战后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进行了测算。 琼斯认为, 价值构成和

有机构成必须分开计算, 因为价值构成不必考虑不变价格和基期年份的选择, 但有机构成必须考虑不变价格和基期年份。 其理由

是, 既然有机构成是由技术构成所决定并反映其变化的价值构成, 而技术构成是活劳动所推动的死劳动的比值, 在这一劳动过程开

始之前, 不变资本必须被生产出来, 其变化必须基于老的价格之上。 这一依据源自于政治经济学传统中法因和哈里斯以及威克斯等

人对作为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解, 但正如沙洛姆·格罗和泽夫·B. 奥泽奇等人批评的那样, 法因、 哈里斯以及威克斯等人关于马克

思认为有机构成表现 “旧价值冶, 价值构成表现 “新价值冶 的观点无法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任何依据。



算方法, 更接近马克思对有机构成的定义。 但由于无法获取不变流动资本的数据, 在高峰的实际测

算中是用固定资本代替不变资本, 这也是大部分测算所用到的方法淤。 按照高峰的计算方法, 采用

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 我们计算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资本有机构成历史数据。 在计

算过程中, 由于历年实际消耗的原材料的数据缺失, 我们仍用固定资本代替不变资本。 虽然这种计

算方法会低估资本的有机构成, 但作为一种趋势和变动幅度的观察, 这种处理并不会有实质性影响。
通过 1944—2016 年固定资本与工资和薪金总额之比, 我们近似地表示出了美国这一期间的资本

有机构成变化, 并据此绘制了对数趋势线 (图 1)。

图 1摇 美国 1944-2016 年的资本有机构成与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率及其对数

图 1 表明: 第一, 1944—2016 年间, 美国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了 63郾 3% , 年均提高 0郾 88% 。 但

这一提高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 在不同的阶段中提高幅度和速度都存在明显变化, 折射出推动资本

有机构成提高的力量和多种反制性力量的 “角力冶; 第二, 以 1971 年为第五次技术浪潮起点, 2010
年为第六次技术浪潮起点于, 在 1971—2010 年这一完整的技术浪潮中, 资本有机构成基本上保持了

导入期较高, 然后在拓展期逐步趋缓甚至下降的变化趋势, 符合我们前文的相关假设, 其具体作用

机制我们将在下文重点阐述; 第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石油危机爆发的黄金 30 年里 (1945—
1974 年), 美国的资本有机构成保持了相对低位, 尤其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 维持了较长时间的

稳定态势。 1982—2002 年这一资本有机构成趋于下降的阶段, 正是美国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增幅最

为明显的时期。 1974—1982 年这一资本有机构成快速提高的时期, 则对应着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和利

润率的下降, 这一结论也印证了关于美国利润率的相关研究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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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 生产生产资料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变化, 尤其是生产关键生产要素的动力部

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会对不变资本的价值变动产生直接的影响, 从而影响资本有机构成, 而企业形态

的变化则通过影响预付资本和资本周转速度 (哈维假说) 影响资本有机构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
美国经济经历了第四次技术浪潮的大部分时间段 (1944—1971 年) 和完整的第五次技术浪潮 (1971—2010
年), 并正在经历第六次技术浪潮的导入期前期 (2010—2016 年)。 在这三个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对应

时期, 关键生产要素价值变化和企业形态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呢?
首先, 考察关键生产要素的单位价值变动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 第四次技术浪潮对应着石油、

天然气和合成材料等关键投入, 图 1 表明, 美国的资本有机构成在 1944—1948 年间仍保持着较高的

提升速度, 但在 1950 年之后开始进入趋缓甚至下降阶段。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 在于进入拓展期之

后, 关键生产要素的价格, 尤其是石油的价格保持了相对的低廉和稳定。 研究表明, 1945 年到 1972
年的这段时间里, 市场对原油的需求量增长了逾 6 倍, 但 1949—1972 年期间, 原油产品的名义价格

几乎一直保持扁平发展的趋势, 真实价格 (CPI 调整后) 则下降了 1 / 3淤。 同时, 受合成材料等技术

的影响, 美国原材料价格与成品价格的比率, 从 1952 年到 1970 年下降了 29% 于。 美国总统经济报

告也显示, 1947—1970 年间, 美国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了 37% , 原材料价格仅上涨了 11% 盂。 而在

1971 年进入第五次技术浪潮之后, 从 70 年代初期到 80 年代初, 有机构成一直保持着上涨趋势, 这

符合技术经济范式对导入期特征的判断, 也即是, 由于大规模设备投资和相对昂贵的原材料价格,
推动了不变资本的上升。 但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 有机构成则保持了 20 余年的相对稳定甚至下

降, 这同样符合拓展期关键生产要素价格下降导致生产资料价值下降的判断。 因为信息技术设备投

资主要受芯片、 存储器价格影响, 而由于摩尔定律的作用, 信息技术设备在性能急速提升的同时成

本与价格的下降速度极快。 信息技术相关不变资本迅速贬值, 抵消了信息技术设备物质数量的扩大,
使资本的价值构成提高缓慢, 甚至下降。 从 “摩尔定律冶 的时间变迁来看, 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IC
设计 5 微米到今天的技术节点 (tech node) 14 纳米时代, 摩尔定律的作用时间明显呈现出一个倒 U
型的发展曲线, 进入 21 世纪之后则开始变慢, 芯片效能翻倍的时间逐步上升, 2009 年已从摩尔定

律原来预测的 18—24 个月飙升到 8 年。 图 1 显示, 2001—2010 年期间, 美国资本有机构成一直稳步

上升, 2010 年至今则一直处于高位震荡, 这同样表明, 关键生产要素的价值下降趋缓甚至上升意味

着反制有机构成提高的力量的减弱。
其次, 考察企业形态的变迁构成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力量。 按照哈维假说, 通过减少预付资本

和降低流通速度, 垂直一体化会降低资本有机构成。 而 20 世纪 50 年代一直到 80 年代初期的这一时

期, 正是美国的钱德勒式的企业———在第一次市场革命时期随着铁路和电报扩张而出现的大型的、
垂直一体化的公司发展的巅峰阶段榆。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企业才从大型企业集团和

垂直一体化中撤退出来, 取而代之的是垂直一体化屈从于专业化的力量。 而按照哈维的理解, 企业

形态趋向于专业化则会提高预付资本和加速资本流通速度, 构成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力量,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第五次技术浪潮下的资本有机构成之所以高过之前, 这种组织形态变化所导致的预付

资本总量增加和流通速度的提高, 无疑起到了一种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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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琼斯对预付可变资本的流通速度和最终产品的销售时间两个周转时间的研究 (图 2)淤, 以

及我们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所得出的可变资本总额变化的研究 (图 3), 可以看出:

图 2摇 美国 1948-2012 年可变资本周转时间和最终产品调转时间变迁趋势图

图 3摇 美国 1944-2016 年可变资本总额和变化率的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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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第一, 在绝大部分时间里,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周转时间基本吻合。 这就表明, 不变资本和

可变资本的相对周转速度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主要是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价值量的相对变

化在决定有机构成变化, 可变资本总量的增加和不变资本因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的单位商品价值量

下降, 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资本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上升过程中的主要反制力量。 第二,
正如哈维所预测的那样, 在垂直一体化进入专业化时期之后, 资本周转时间明显加快,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无论是预付资本的流通速度还是最终产品的销售时间, 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这也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资本有机构成超过之前的原因之一。

四、 人工智能时代的资本有机构成: 趋势及其反制力量

联合国 2017 年发布的 《新技术革命对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报告中, 判定人工智能

和历史上的蒸汽机、 电力、 计算机一样, 是一种通用技术 (GPT,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虽

然它的技术基础是上一次信息技术浪潮的延伸, 但其技术属性和影响程度完全决定其可能构成一个

新的技术长波。 按照是否具备自我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人工智能可以分为提高自动化的弱人工

智能和具有思考和认知能力的强人工智能。 当前, 人工智能发展仍处于并可能长期处于弱人工智能

阶段, 主要通过标准化和数据化进一步强化和提升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 其主要技术特征在于搜索、
匹配和预测, 而非自主意识和创造性。 那么, 作为新一轮的技术变革, 人工智能如何改变资本有机

构成? 其变动趋势又将如何?
人工智能必然对应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投资, 而机器也会在标准化工作岗位上实现对人的工作

岗位的取代, 这构成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关键推动力。 但如前所述, 有机构成的提高也会受到各

种反制性力量的影响。 按照技术—经济范式的发展轨迹, 人工智能这一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对应的

资本有机构成也会出现先高后低的走势。 原因在于: 在导入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关键生产要素及

相关产品, 如智能设备、 材料等不变资本的价值将保持较高的水平。 按照 “最被需要冶 这一标准,
人工智能时代的关键投入是一种由算法+数据+芯片三者共同构成一种复合型的 “关键投入冶, 人工

智能只是算法加上数据, 但其效能又依赖于高速微型芯片, 如果仅有算法和数据, 缺乏处理能力,
人工智能仍不能达成, 如果有处理能力, 但缺乏算法和数据, 人工智能也不能实现, 这三个部门共

同构成 “动力部门冶。 在其基础上所引致出来的快速增长部门, 如机器人以及自动驾驶等则构成支

柱部门或者主导部门。 从算法+数据+芯片这三者看, 算法和数据具有累积性和很强的外部性和报酬

递增特征, 也即算的越多, 数据越多, 智能化越高, 其价值会下降越快, 但芯片和芯片对应的能耗

会在很长时间内价值难以下降, 尤其是人工智能未来发展所需要的量子芯片, 在导入期价格会长期

居于高位, 摩尔定律趋向于极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这一点。 与之对应, 相应的智能设备和其

生产设备的价格也会高居不下。 只有在算法+数据+芯片发生类似于信息通信技术浪潮中那种芯片和

存储器价格的快速下降和效能的迅速提高, 人工智能才会进入拓展期, 引发相应的多种类和大规模

的生产资料价值下降和部门规模的扩张, 从而通过生产资料量的增长和价值下降之间的角力, 对有

机构成的上升形成反制性力量, 进而延缓有机构成上升的速度。
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特征也会强化不变资本的节约, 从而进一步构成制约有机构成上升的反制

性力量。 第一, 从自动化到智能化, 对应着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的进一步节约。 从设备上看, 诸如 3D
打印机的使用, 使得生产由过去的减材制造转为增材制造, 大大节约了原材料。 从过程上看, 智能

生产过程中机器、 劳动等多维数据间的价值关联关系, 可以不断通过软件的更新、 大数据技术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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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深度学习而优化, 并通过不断转化为新的生产指令, 使机器生产随着数据累积而改进。 第二, 在

智能化生产过程中, 由于生产流程的智能化设计, 以及销售精准针对需求, 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不

断提高的同时, 厂房、 仓库等建筑物以及能源、 辅料耗材的使用量的相应扩大并不必然对应发生。
这一特征从自动化时期已经表现出来: 数据表明, 在未剔除通货膨胀的前提下, 每 1000 美元 GDP
建筑物的使用额由 1944 年的 1020郾 5 美元下降到 2016 年的 758郾 7 美元, 而 1000 美元 GDP 所需要的

设备价值则由 1944 年的 2168郾 1 美元上升到 2016 年的 2537郾 0 美元。 单个劳动者所占用的设备在增

长、 建筑物在下降, 这充分说明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建筑物使用上的节约。 此外, 美国能源使用

量 (人均千克石油当量) 也由 1978 年的 8438郾 4 下降到 2015 年的 6797郾 6, 每 1000 美元 GDP (2011
年不变价 PPP) 的能源使用量 (千克石油当量) 也由 1990 年的 207郾 0 下降到 128郾 2淤。 这一节约趋

势在智能化时代只会更为明显。
从可变资本角度考察, 人工智能势必会对现有的某些特定类型的工作岗位产生冲击, 构成有机

构成上升的推力。 例如, 按麦肯锡的詹姆斯·马尼卡 (James Manyika) 等人的研究对美国 2000 个

工作类别的考察也同样表明, 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替代其中 45% 的工作于, 而 2018 年 9 月 17
日,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题为 “2018 未来就业冶 报告则指出, 到 2022 年, 自动化技术和人工智能

的发展将取代 7500 万份工作盂。 但可变资本的下降也会受到两种力量的反制: 第一, 由于弱人工智

能时代的特征是有 “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冶, 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研发人员和研发投入, 例如,
美国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由 1996 年的 2郾 4%提高到 2016 年的 2郾 8% , 千人全时当量人员中研发人

员比例, 由 1981 年的 5郾 14%上升到 2013 年的 8郾 95% 榆。 全球排名前 20 的 AI 雇主每年花费在人才

上的费用高达 6郾 5 亿美元, 其中亚马逊以 3郾 06 亿美元高居榜首虞。 第二, 人工智能所对应创造出的

新的工作类别和岗位。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 “由于生产提高一倍, 以前需要使用 100 资本的地

方, 现在只需要使用 50 资本, 于是就有 50 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 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

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 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冶愚 领

英发布的 《全球 AI 领域人才报告》 指出, AI 职位数量从 2014 年接近 5 万个职位到 2016 年超过 44
万个职位, 截至 2017 年第一季度, 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专业技术人才数量超过 190 万, 主要集中于算

法、 机器学习、 智能芯片、 机器人等领域, 如数据科学家、 机器学习工程师、 软件架构师等; 甘特

公司 (Gartner) 发布的人工智能价值的估测报告显示: 人工智能的全球企业价值 2018 年将达到 1郾 2
万亿美元, 比 2017 年增长近 70% 。 而到 2022 年, 人工智能的商业价值预计会达到 3郾 9 万亿美元舆。

从企业形态及其相应的预付资本总额和资本周转速度考察, 由于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控制和精准

针对需求的定制化生产, 以及产品构件的模块化, 产品的生产时间和销售时间都会极大缩短, 从而

加速资本周转, 节约资本预付。 从企业组织形态看, 在企业内部, 因大数据、 人工智能、 传感器等

技术的融合, 降低了企业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成本, 使得企业组织由过去的等级制日渐趋于扁平化;
在企业之间, 伴随大数据技术、 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的提高, 通过对企业生产链所有生产特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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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集、 分析、 处理, 进而可以做到对投入品边际生产率的测定和估计, 从而实时调整原材料、 机

器、 劳动等生产要素之间比例, 提高企业在相互依赖的活动中控制信息和实现计划一致性的能力。
这种企业组织革新和管理方法的改进, 在提高生产资料供应确定性的同时, 也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

产率, 从而在节约劳动的同时, 也减少不变资本尤其是机器设备和建筑物等固定资本的使用。

五、 结摇 语

对美国资本有机构成 1944—2016 年变化趋势的考察表明, 在技术变革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过程

中, 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规律的论述, 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无论在哪种技术—
经济范式下, 资本有机构成、 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的变动, 都受到各种复杂的推动力量和反制力量

的综合影响。 结合美国资本有机构成 1944—2016 年的变化趋势以及这一时期中技术—经济范式的变

迁历程观察, 特定技术—经济范式中的关键生产要素的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及相应的价值变动, 对

对应时期的资本有机构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总体上, 在一种新技术—经济范式的早期阶段, 因单位

关键生产要素价值量较高, 且新技术—经济范式尚未扩散, 资本有机构成会呈现较高水平; 随着技

术—经济范式的扩散, 单位关键生产要素的价值量下降, 并引发相关部门之间的自增强循环效应,
导致有机构成提高速度趋缓。 而特定技术—经济范式下主导性的企业形态也会通过影响预付资本量

和资本流通速度影响资本有机构成。 作为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 人工智能时代有机构成的变化

也会受上述机制的影响。 智能芯片等关键生产要素价值的变动, 以及智能化生产所导致的资本周转

速度和预付不变资本的变化, 都将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产生综合影响。 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

代, 把握人工智能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 同样不单要考虑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作用力, 还要考虑

抑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反向作用力, 更要把握住其有别于过去影响资本有机构成的典型特征。 只

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判断由自动化到智能化转变进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趋势。 与此同时,
人工智能时代,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劳动的总体影响, 亦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考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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